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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时期是禅宗佛教大放光芒的时代, 寺刹林立, 大德辈出。 其间巴蜀地区凭借浓厚的宗

教氛围和人文气息, 成为禅宗经营的重要领地。 在此背景下, 巴蜀石窟中出现一系列以 “一佛一弟

子” 为主的组合造像, 反映的正是佛教中世尊付法迦叶的主题。 该题材的出现兼具时代性与地域性,

为宋代禅宗美术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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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出现可谓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场革命性转变。 自八世纪以来, 禅宗对中

国文学、 艺术、 哲学、 宗教等领域带去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反映在艺术史中, 便是创生

了大量表达禅宗思想与意境的美术作品。 这些作品或出自文人士夫, 或出自行道禅僧,
或出自民间艺匠, 题材以表现禅门祖师、 罗汉、 高僧、 释迦、 观音等为主, 兼及山水与

花鸟, 往往流露出奇崛旷古、 萧散淡逸的气象与作风。 宋代是中国禅宗美术取得极大发

展的时期, 杭州、 庆元府、 成都等地成为禅宗美术创作的中心, 其影响波及东亚诸国。
禅宗美术一般选取禅门中具有 “公案” “教谕” “付法” “禅机” 等意义的人物或

场景作为描绘母题, 试图带给观者以澄澈心境、 启迪智慧的精神疗效。 习见于美术史的

作例诸如 《达摩禅定》 《二祖调心》 《六祖斫竹》 《丹霞烧佛》 等等, 这些人物或事件

在禅宗开宗立门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和象征意义。 不过在禅宗为自己建构的历史中,
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释迦涅槃之际在灵山法会上的 “付法” 事件, 即著名的 “拈花微

笑” 公案。 然而, 如此标志性的历史画面在禅宗美术中却难寻踪迹, 不能不耐人寻味。
近些年在巴蜀石窟中发现数例 “一佛一弟子” 式组合造像, 形式特别, 为传统图像

志或典籍所不见。 李哲良、 刘长久、 胡文和等认为这一图式表现的是禅宗 “拈花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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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① 学人多因袭此说, 依据何在? 迄今未见系统考证。 鉴于此, 本文在全面调查的

基础上对此系造像题材展开初步研究。

一、 “世尊付法” 与禅宗 “拈花微笑” 公案

释迦涅槃之际付法于弟子一事见诸于多部佛典, 但所载简略, 且版本多样。 比如在

《增一阿含经》 中讲: “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 所以然者, 吾今年老以向八

十, 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 今持法宝付嘱二人, 善念诵持, 使不断绝, 流布世间。”②

这里说释迦同时付法于迦叶和阿难二人, 但在更多经典中认为释迦付法于迦叶一人, 再

由迦叶付于阿难, 如此相延下去。 当然, 后者之说为世所公认。 但是即便这种公认的说

法也存在细节之差, 在历史的推移中呈现出由简到繁的叙述轨迹, 到后来禅门中渲染为

著名的 “拈花微笑” 公案。
汉译佛经中有关世尊付法之事多与祖师传承体系结合而记之, 最早见于东晋时期所

出佛经。 如 《舍利弗问经》 (译者不详) 列出 “孔雀输柯王” (阿育王) 前迦叶至优婆

笈多 5 位祖师;③ 佛陀跋陀罗译 《达摩多罗禅经》 中, 列出迦叶至不若蜜多罗 9 位祖

师。④ 之后北凉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⑤、 南齐昙景译 《摩诃摩耶经》⑥、 南梁僧伽婆

罗译 《阿育王经》⑦、 南梁僧祐撰 《萨婆多部记》⑧ 等, 也述及付法事宜, 并列出为数

不等的传法祖师。 上述经典对付法一事仅一笔带过, 没有对其经过加以描述。
一般认为主述付法因缘者当属 《付法藏经》。 该经历述西天传法世系, 前后三译,

唯第三译存世,⑨ 即北魏延兴二年 (472) 吉迦夜共昙曜译 《付法藏因缘传》 (六卷)。
该书系太武帝毁法时为证佛教法统, 据旧记编纂而成。 其中纪录了 “西天传法世系”,
从迦叶至师子比丘共二十四位 (或二十三、 二十五位) 祖师, 系统记述了早期佛教的

师承系统。 该书在中国宗派佛教体系的形成中产生较大影响, 隋唐之际出现的三论、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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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地论、 禅宗等皆以此为据创建了各自的法统。 书中对付法环节有如下记述:
　 　 (世尊): “如我今者将般涅槃, 以此深法用嘱累汝 (迦叶), 汝当于后敬顺我

意, 广宣流布无令断绝。” 迦叶白言: “善哉受教, 我当如是奉持正法, 使未来世

等蒙饶益, 唯愿世尊不以为虑。”①

该记录除了佛徒二人短短的对话外, 没有特别的仪式。 之后的其他佛典, 诸如隋慧远

《大乘义章》、 智顗 《摩诃止观》 等, 对付法之事的描述基本沿袭此版本, 重表事件结

果, 未在细节上加以增饰或渲染。
禅宗确立之初十分重视师承, 法海所集 《坛经》 中列出自七佛至惠能自己共四十

代传人。 云:
　 　 六祖言: “初传受七佛, 释迦牟尼佛第七, 大迦叶第八, 阿难第九……南天竹

国王子第三子菩提达摩第三十五, 唐国僧惠可第三十六, 僧璨第三十七, 道信第三

十八, 弘忍第三十九, 惠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十四 (四十)。”②

惠能只对祖师谱系做了交代, 未对世尊付法一事刻意描述。 唐贞元十七年 (801),
沙门智炬撰成 (一说与胜持合著) 《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 (简称 《宝林传》 ), 在

《坛经》 基础上重新楷定为西天二十八祖并东土六祖谱系, 之后成为禅宗公认的法统

说。 《宝林传》 对世尊付法细节有如下的描述:
　 　 (世尊) 告弟子摩诃迦叶: “吾以清净法眼,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正

法, 将付于汝, 汝当护持。” ……复告迦叶: “吾将金缕僧伽梨衣转付于汝。”③

这里所记付法过程虽亦简明扼要, 但较之前不同的是, 既内传法印, 又外付袈裟, 可谓

衣法皆付。 从此以后, 衣物成为禅宗法脉传承的重要信物。
另外, 《卍续藏》 收录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一部, 有两个卷本, 著译者及成书

时间不明。 据说一直藏在 “韩苑”, 为王安石所 “偶见”。 其中言灵山法会中有大梵王

“献花” 请佛说法, 遂引出付法一事。 云:
　 　 尔时如来坐此宝座, 受此莲华, 无说无言, 但拈莲华, 入大会中, 八万四千人

天时大众, 皆止默然。 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华示众佛事, 即今廓然, 破颜微

笑。 佛即告言: “是也, 我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

字, 教外别传……今方付属摩诃迦叶。”④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当是在 《宝林传》 的基础上衍化而来, 这里 “拈花” 与

“微笑” 情景的出现使付法场面富于戏剧化。 至为关键的是, 其中 “不立文字, 教外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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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后来成为禅门之 “刚宗”, 而 “拈花微笑” 也成为禅宗第一公案。 世尊付法一事遂

定格于此。
然而广为周知的是, 禅宗历史颇多虚饰伪说成分。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学界公

认是中国佛教徒所伪讬, 并非印度传入。① 日本曹洞宗学僧忽滑谷快天认为此经 “乃为

拈花出据于秘经的妄谈”②。 由此一来, “拈花微笑” 一事也自然被视为禅门杜撰了。 对

于此类真伪问题的讨论非本文之责, 我们所关心的是, 即便 “拈花微笑” 一事纯属虚

构, 那也是基于 “世尊付法” 史实上的点缀, 与其他 “伪说” 一样是构成禅宗历史的

一部分。 不可否认的是, 该 “公案” 作为一段美丽的传闻为中国信众所乐道。

二、 “正宗定祖” 意义下的禅宗祖师付法像

隋代以来, 随着佛教团体内部宗派意识的日益增强, 法统世系的确立成为各家开宗

立派的首要任务。 在 《付法藏因缘传》 《萨婆多部记》 等书的影响下, 除了谱系类著述

的编撰外, 反映师承系统的祖师图像日渐流行。③ 现存遗例以中原河南地区为多, 如开

皇九年 (589), 河南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线刻 “世尊去世传法圣师” 图, 自 “第一摩

诃迦叶” 至 “第廿四师子比丘” 共 24 身祖师 (图 1)。 另有成于仁寿年间 (601-604)
的河南沁阳悬谷山千佛洞石窟作例, 窟内环四壁下方浮雕传法祖师像, 皆有题记, 呈逆

时针排序, 自第一身 “佛垂灭度以诸法藏付大迦叶” 至末 “次付师子比丘” 共 25 身。④

另外, 莫高窟隋代第 292、 427 窟塔柱南、 西、 北三面绘比丘立像, 其中前者绘祖师 27
身, 后者绘 30 身, 皆呈右绕塔柱之式, 每身人物侧上方有榜题框, 题记模糊不清 (图

2)。 王惠民推断可能是 “祖师像”⑤, 本文赞同此说。
上述作例中, 灵泉寺大住圣窟营建者僧人灵裕 (518-605) 属地论学派, 弱冠之年

在道凭 (488-559) 门下 “听于地论”⑥, 故祖师图的制作反映了灵裕在地论宗创建上

的努力。 同样, 对于悬谷山作例, 学者也倾向于视为地论宗一系所构法统谱系。⑦ 莫高

窟所绘祖师像与何种学派相关有待进一步考证, 鉴于隋代期间禅宗尚未确立, 祖师系统

更是未加梳理, 故早期祖师系列造像与禅宗关系不是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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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住圣窟 “世尊去世传法圣师” 图局部

(采自网页 http: / / www. kongfz. cn / 16457523 / pic / )

图 2　 莫高窟第 292 窟中心柱南向面祖师像 (王惠民提供)
7 世纪以来随着禅宗的兴起, 具有 “正宗定祖” 意义的祖师图谱日益受到该宗重

视。 洛阳地区是北宗一系的阵地, 当时享有 “二京法主, 三帝门师” 之誉的神秀在此

力弘渐教, 盛极一时。① 玄宗先天二年 (713) 惠能圆寂, 弟子神会北上洛阳, 在菏泽

寺为惠能建真堂, “会序宗脉, 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 震旦凡六祖, 尽图缋其影”②。 之

后神会于洛阳大播顿门, 使南、 北宗间宗义之争加剧, 此时祖师谱系在宗派正统性的地

位争夺中尤显重要。 故唐代以来龙门石窟、 包括两京一些寺观所制祖师付法像, 更多应

出于禅宗一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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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宗密述 《禅源诸诠集都序》, 《大正藏》, 第 48 册, 第 402 页。
[宋] 赞宁撰, 范祥雍点校 《宋高僧传》 卷 8,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 175 页。
袁德领 《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之研究》, 《敦煌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第 26-30 页。



现存实物最早的为武周时期 (684-705) 龙门东山擂鼓台中洞和万佛沟北侧看经寺

窟作例, 人物均为浮雕形式, 位于窟壁底部, 环壁呈顺时针方向列队行走状。 其中前者自

“佛付法大迦叶第一” (迦叶像已毁) 至 “次付师子比丘第廿五” 结束, 共有祖师像 25
身, 队伍前方一年轻比丘与二童子抬供案作导引 (图 3)。 众祖师像上方题刻铭文, 内容

为节录于 《付法藏因缘传》 中祖师间的 “嘱累” 经过及人物传等, 是该系题材中题记

最多者。① 后者造作时间较之中洞略晚, 窟内下方环壁刻付法祖师像 29 身, 无题记。②

图 3　 龙门擂鼓台中洞祖师像局部 (路伟提供)
除此外, 《历代名画记》 中也记载两京地区寺院大殿诸壁、 回廊等处多绘有僧像,

一般称作 “绕殿僧” “行道僧” 或 “行僧” 等, 形式布局与上述石窟中类似, 应该多

为祖师付法系列像。 比较明确的是唐代卢棱伽、 韩幹擅罗汉僧, 二人合作在西京西塔院

“绕塔板上 《传法二十四弟子》 ”③。 其他如 “景公寺东廊南间、 东门南壁画 《行僧》,
转目视人”; “ (大云寺) 西南净土院 《绕殿僧》 至妙, 失人名”; “ (东都长寿寺) 佛殿

两轩 《行僧》 亦吴 (道子) 画”; “韩幹 《行道僧》 四壁, 在文殊堂内”④。 另外, 唐景

云二年 (711) 《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 记于大云寺 “南禅院回廊画付法藏罗汉圣僧

变” 等。⑤

蜀地作为禅宗阵地之一, 在长安造像风气影响下, 也流行付法祖师一类图像。 8 世

纪来作为武则天出生地的川北广元石窟出现类似的 “行道僧” 像, 环壁 (或仅左右壁)
以顺时针方向绕行状, 不过仅镌刻了 10 身弟子。 具体见于千佛崖第 366、 744 窟、 观音

崖第 88 窟等。 其中第 366 窟 (菩提瑞像窟) 弟子中领队者一年老僧, 执长柄香炉, 当

为迦叶, 其前方 2 身小比丘并 5 身奏乐人作导引 (图 4、 5), 其余作例中无导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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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阎文儒、 常青 《龙门石窟研究》,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第 123-124 页; 龙门石窟研究院、 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著 《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 (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北京: 龙门书局, 2018 年, 第 83-97 页。
阎文儒、 常青 《龙门石窟研究》, 第 127- 128 页; 袁德领 《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之研究》, 《敦煌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第 26-30 页。
[唐] 张彦远著, 余建华注释 《历代名画记》 第 3 卷,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 年, 第 66 页。
[唐] 张彦远著, 余建华注释 《历代名画记》 第 3 卷, 第 64、 69、 71、 75 页。
张宝玺 《唐 〈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 所载壁画考究———兼与敦煌石窟壁画之对比研究》, 敦煌研究院编

《2004 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第 1078-1080 页。



同时, 《益州名画录》 也载成都大圣慈寺内, 乾元初 (758-760) 卢棱伽 “于殿下东西

廊下画 《行道高僧》 数堵, 颜真卿题, 时称二绝”; 宝历年间 (825-827) 左全绘 《行

道二十八祖》 等。① 广元石窟所见作例从弟子人数上未构成完整谱系, 但该形制显然受

到两京寺观佛殿之祖师系列图像配置的影响。

　 　 图 4　 广元千佛崖第 366 窟右壁弟子 图 5　 广元千佛崖第 366 窟左壁导引队伍

　 　 　 　 　 　 (王洪燕提供) (王洪燕提供)
宋元时期是禅宗美术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 与当时兴起的文人画互为辉映, 在题材

选择和表现形式上变得十分灵活。 其间祖师付法像的绘制仍然为禅门所重。 如嘉祐六年

(1061) 契嵩撰 《传法正宗记》 十二卷并制 “定祖图” 一面进献仁宗帝, 乞赐编入大

藏。② 所不同的是, 宋代时期禅宗已根深叶茂, 祖师图谱发挥的作用已不像开宗之初那

么重要, 故很少去描绘完整的序列像, 而是以达摩为祖的六代宗谱图为主。 代表性作品

有日本高山寺藏北宋至和元年 (1054) 所刻的版画摹本 《禅宗六祖像》。③ 南宋时期大

理国张胜温完成 《梵像卷》, 其中描绘了迦叶、 阿难、 达摩、 慧可、 僧璨、 道信、 弘

忍、 惠能、 神会一系像, 这里西天祖师仅选取三位权作代表。 除此外, 以单一祖师像、
罗汉系列或具典型意义的禅门 “公案” 也成为乐于表达的题材。 诸如石恪 《二祖调心

图》、 李公麟 《白衣观音》、 梁楷 《六祖斫竹图》 《六祖撕经图》 《出山释迦图》、 牧溪

《罗汉图》、 因陀罗 《丹霞烧佛图》 等。

历代禅宗美术作品中, 涉及付法主题的以祖师间的谱系传承内容为主, 典型的世尊

付法迦叶的场景基本不见, “拈花微笑” 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大理国时期张胜温 《梵像

卷》 祖师系列像有点例外, 其中迦叶手捧袈裟, 面向趺坐于一巨大白莲中的释迦 (图

6)。 根据画面的构图分析, 这里释迦以常见的主尊形式出现, 左右配置十六罗汉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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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 画面中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是, 白莲下方中间, 绘一身很小的老年比丘, 胡

跪, 手捧衣物, 面朝上, 当是迦叶了 (图 7)。 显然, 此画面无疑也是在强调付法, 只

是世尊手中没有 “拈花”, 但出现 “付衣” 画面已经是比较罕见了。

图 6　 《梵像卷》 中手捧袈裟的迦叶

(采自曹彦伟编 《画梵像》,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 年)

图 7　 《梵像卷》 “释迦佛会” 图中迦叶 (采自曹彦伟编 《画梵像》 )
世尊付法一事作为佛教历史中重要的一环, 为各宗所重, 并在具体细节上经几度渲

染, 禅宗更是演绎出了 “拈花微笑” 的生动场景。 然而如此具有画面感的事件, 却未

形成佛教美术表现的题材在更广泛的领域传播。 究其根因, 佛教各派所重者非佛陀

“授法”, 而是具有正宗定祖意义的祖师 “传法” 谱系。 如同大足宝顶广大寺清代碑记

在解释寺名渊源时如此言之: “以能广行大迦叶, 故以 ‘广大’ 为寺名”①。 宋代以来,
随着佛教地域化趋势的凸显, 在四川和云南出现了表现 “世尊付法” 故事的图像,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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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四川地区凭借自身浓厚的地缘文化优势, 在该题材的表现上可谓独辟蹊径, 别开生

面, 创造了佛教美术的新领域。

三、 宋代巴蜀石窟中的 “一佛一弟子” 组合像

付法或禅门祖师系列图像在巴蜀地区存例并不多, 从诸如 《成都古寺名笔记》 《益

州名画录》 《大圣慈寺画记》 等地方画史所记来看, 以成都为中心的诸多寺院中曾有大

量绘壁, 除了祖师付法系列像外, 未见确切的世尊付法图记载。 唐宋时期在佛道信仰盛

行的背景下, 巴蜀地区镌造了数以千计的摩崖造像, 成为今天考察当地宗教美术史的重

要依据。 这些石刻遗迹中出现数例以 “一佛一弟子” 为主的组合像, 为传世佛教美术

所不见, 有学者主张是 “拈花微笑” 题材。
根据目前的调查, 巴蜀石窟中现存 “一佛一弟子” 组合像 13 例 (详见表 1), 主要

分布在川东的安岳、 资中、 内江、 荣昌、 大足等地区, 从造像风格判断, 镌作于北宋中

后期至南宋时期, 其流行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
此系造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程式性, 一般为: 主尊佛立于莲台, 左手仰掌捧

物状, 横置腹前, 右手伸二指举胸前, 面带微笑, 侧身回首俯视下方弟子, 弟子面容苍

老, 表情肃穆, 合十仰望佛陀, 二者目光相对 (图 8、 9)。 在体量上佛陀高大伟岸, 占

据了龛内大部分空间, 弟子仅其身高的二分之一或更小, 反差巨大。 此外, 佛陀像高度

基本保持在 4-5 米间, 部分超过 5 米 (大足三宝寺龛佛仅高 0. 36 米, 算是个例), 这

在当地宋代造像中属规模较大者, 因而显得格外突出。

图 8　 安岳圆觉洞作例　 北宋　 　 　 　 图 9　 资中东岩作例　 北宋 (采自 《中国石

　 　 　 　 　 (陈静拍摄) 窟雕塑全集》 第 8 卷, 第 119 页)
诸例中弟子或居佛之左、 或居佛之右, 二者手势、 对望的姿态固定不变。 个别作例

中有供养人、 菩萨等像出现, 一般体量较小, 位居龛内次要位置, 并未影响到佛与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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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体的地位。 像安岳圆觉洞、 资中重龙山作例中, 龛角位置各有两身供养人像。 荣

昌远觉镇石庵堂作例虽遭后期补塑和彩绘, 仍保持了大部分原构特征。 略有不同的是,
该例中出现了一尊菩萨, 正面立姿, 体量接近佛尊 (图 10)。 其右侧龛壁立两身小像;
左侧是对望中的佛与弟子 (弟子像改塑)。 根据佛尊螺髻、 衣纹等特征判断, 镌作时代

在 12 世纪末以后, 其中为何加进一身菩萨不好理解。 同样, 镌于 1193 年的安岳峰门寺

一例中, 龛右壁位于弟子左上方, 也出现一身立姿菩萨像, 脚踩祥云赴会而至状 (图

11)。 另外龛左壁下方以及龛外两侧有数身像, 风化难辨, 从残存袈裟判断, 可能是弟子

一类像。 上述二例属此系造像的后期作品, 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发生一些变化当在情理中。
这一系列造像中部分龛内有供养、 装修、 游人等题记, 但均无涉主题内容。 其中安岳

圆觉洞、 峰门寺等作例在后期装修记中除了称主尊为 “释迦佛” 外, 未见其他有效信息。

　 　 图 10　 荣昌远觉镇石庵堂作例　 南宋 图 11　 安岳峰门寺作例　 南宋

　 　 　 　 　 　 　 (陈静拍摄) (陈静拍摄)
表 1　 巴蜀地区 “一佛一弟子” 组合像存例

序
号 作例 位置 年代 概况 题记

1
四川安岳
岳阳镇圆
觉洞

北宋

主尊面向右倾, 左手仰掌捧物
状, 横置腹前, 右手握拳, 伸
食指与中指举胸前, 有头、 身
光, 像高 5. 23 米。 右侧下方立
一弟子, 合十仰视主尊。 龛右
壁下方立二身供养人。 左右壁
上方各浮雕一身飞天, 主尊头
光两侧雕花朵若干。

1. □□朝散大夫普州
军判主管□紫鱼管内
回□□□长王□□□。
2. 检 普 州 □□ 管 学
□□管内□提□偕此
供养。①

(后期重状题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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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 《四川安岳县圆觉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报告》, 《南方民族考古》 第 9 辑,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第 365-449 页。



序
号 作例 位置 年代 概况 题记

2 四川资中
重龙山

北宋

主体造像动态基本同第 1 例,
主尊像高 5. 35 米, 龛左壁立弟
子像, 残。 左右壁下方各镌一
供养人。

3 四川资中
东岩

北宋

主尊欲前行状, 回眸左侧下方
弟子, 手印同第 1 例, 像高 4
米; 弟子合十仰视主尊。 龛壁
雕二身飞天并花朵若干。

1. 岳阳 □□ 文 □□,
男 仲 宁、 仲 渊 侍
(缺)。①

2. 龛壁残存 “政和乙
未 (1115) ” “乾道
三年 ( 1167) ” 等游
人题记。

4
四川仁寿
虞丞乡大
佛沟

北宋

主尊回眸左侧下方弟子, 手印
同第 1 例, 像高 4. 9 米; 弟子
合十仰视主尊。 龛壁及身光处
雕二身飞天并花朵若干。

5
四川安岳
高升镇峰
门寺

南宋
主体造像动态基本同第 1 例,
主尊像高 5 米余, 弟子头部
不存。

1. 奉佛赵□昌、 王邦
道 (略) 以绍熙癸丑
(1193) 正月二十一日
仗僧表庆, 二人师心
施钱引三道。
(后期题记略)

6
四川安岳
偏岩乡岩
观音

南宋
主体造像动态基本同第 1 例,
主尊像高 5 米余, 弟子像后期
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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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例 位置 年代 概况 题记

7
四川安岳
石羊镇半
边寺

南宋
主体造像动态基本同第 1 例,
主尊像高 5 米余, 弟子像后期
修补。

8
四川安岳
南熏乡偏
菩萨

南宋
造像表面风化不清, 主尊头微
微左偏面向弟子, 像高约 5 米;
弟子头部以及上身部分缺失。

9
四川内江
市中区东
林寺

南宋
主尊回眸左侧下方弟子, 双手
残, 像残高约 5 米; 弟子头
不存。

10
四川内江
市东兴区
般若寺

南宋
主尊和弟子均被改塑, 基本特
征尚存, 像高约 4 米。

11
重庆荣昌
河包镇海
月石刻

南宋
主尊后期补塑, 回眸左侧, 动
态基 本 同 于 第 4 例, 像 高
5. 4 米。

12
重庆荣昌
远觉镇石
庵堂

南宋

主尊后期补塑, 动态基本同于
第 1 例, 像高 4. 2 米; 右侧下
方弟子像改塑。 右侧立一尊菩
萨, 像高 3. 76 米, 龛右壁下方
镌二身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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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例 位置 年代 概况 题记

13
重庆大足
中敖镇三
宝寺

南宋
主尊与弟子动态基本同于第 1
例, 二像面部残, 主尊脚踩云
朵, 像高 0. 36 米。

四、 付法思想与 “一佛一弟子” 组合像的主题

上述调查显示, 这种以 “一佛一弟子” 为主的组合造像主要集中在宋代时期的川

东地区, 在传播与流行上明显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点。 另外, 此系造像镌作形式与内

容相对固定, 巨大的体量使其纪念碑特性十分突出; 同时, 佛陀个性化的形姿、 表情与

手势, 流露出佛教艺术中的 “瑞像” 特质。
在程式化的塑造模式中, 弟子面容苍老、 高鼻深目, 与佛教美术、 尤其当地石窟造

像中常见的迦叶形象十分一致, 所以判其身份为迦叶应该问题不大。 这样一来, 所谓的

一佛一弟子当是释迦与迦叶了。 那么二者对视的画面是在传递什么信息呢? 确如所言是

“拈花微笑” 场景吗? 一般而言 “拈花微笑” 的核心意义在于世尊 “拈花” 和迦叶

“微笑” 的瞬间碰撞而灵犀相通。 若借用图像去表达, “拈花” 与 “微笑” 应是画面中

的标志性符号。 然而, 此系组合像中, 最明显的是未见佛陀拈花, 迦叶表情从保存较好

的几例看, 或微笑 (安岳圆觉洞作例), 或凝重 (仁寿作例)。 另外, 据说灵山法会中

佛陀是坐于大梵王变现的宝座上的, 而非站立姿态。 图中关键细节显然与所传 “拈花

微笑” 的典故不合。
需要提及的是, 在安岳圆觉洞、 资中东岩、 仁寿大佛沟三例中, 主尊身光两侧出现

若干飞动的花朵。 在佛教经变画中常有 “天女散花” “不鼓自鸣” “伎乐歌舞” 一类景

象描绘, 作为对佛说法场景的渲染。 本为习见之事, 但在石窟中将散落的花朵镌刻在主

尊像两侧龛壁的做法并不多见, 即便在巴蜀地区同样如此。 上述三例属此系造像中的早

期作品, 之后诸例中未再出现花朵。 这些花朵是否隐含某种寓意, 应该有所思考。
我们暂且搁置此问题, 进一步对此美术个案展开解读。 龛中佛陀与弟子相互对视,

无言的交流中凝聚着宗教的神秘气息。 从资中东岩的作例看, 佛陀迈步前行状, 回首面

向身后弟子, 似乎在道别, 弟子驻足相送, 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图 9)。 其中安岳圆觉

洞、 半边寺以及大足三宝寺造像中佛陀脚踩云朵, 衣摆飘向一方 (三宝寺例), 像是从天

而降, 在视觉效果上具有明显的动态感。 画面中佛陀与弟子并没有在乎前来观瞻或礼拜的

信众, 不与外界发生任何互动。 显然, 这种安排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佛陀和弟子当作被礼

拜的 “偶像”, 而是通过戏剧化的场景设置, 期待观者领略到画面所表达的主题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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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判定这是在表现释迦与大弟子迦叶间的发生的故事, 那么, 在佛教史上除过

“付法” 外, 还有什么事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标志性意义呢? 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这

种 “一佛一弟子” 的特殊组合反映的正是世尊付法迦叶的历史事件。
总览此图, 佛陀脚下流动的祥云、 意欲前行的步伐, 表面上在暗示即将 “离去”,

实则对 “涅槃” 的委婉表达。 蓦然回首, 在与迦叶的目光碰撞中完成临终嘱托———付

法。 艺匠并未拘泥于文本描述, 没有将宋代时出现的 “拈花” “微笑” “付衣” 等易于

识别的标志性符号反映在图像中, 而是刻意抓住佛陀与迦叶 “无言对视” 的瞬间, 将

禅宗中 “心印” 相付的思想精神微妙地呈现出来, 在艺术手法上可谓匠心独运。

图 12　 日本永观堂

“回顾弥陀” 像 12
世纪末 (采自 “新
浪图 片” http: / /
slide. fo. sina. com. cn /
slide_ 65_ 89110_
67123. html#p=1)

　 　 此时再看龛壁飞动的花朵, 会不会是对 “拈花” 意趣的联想

呢? 马德先生在对莫高窟隋唐洞窟中迦叶塑像的研究中也遇到此

类问题。 他指出: “最典型的就是唐代晚期的第 196 窟佛坛上群塑

像中的迦叶, 因为这里所有的塑像手部均己残缺, 所以我们无法

判断释迦牟尼手上是否持有印花; 但从迦叶尊者脸上的灿烂笑容

可以看出, 匠师们在这里表现拈花微笑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值

得注意的是佛陀的背光中绘有莫高窟装饰图案中的代表作品 ‘双

凤衔花’, 如果我们把这理解成向佛陀献花的话, 佛陀身边迦叶尊

者的微笑也就一目了然了。”① 第 196 窟典型是一铺说法图, 与本

文讨论案例在形式与内容上均相差悬殊。 尽管在背光中出现 “花

朵” 这一点上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但我们依然认为将流行于

巴蜀地区的 “一佛一弟子” 图称为 “拈花微笑”, 与画面精神不

甚契合, 名之以 “世尊付法” 图当为妥帖。 一个疑问是, 《益州名

画录》 中提到高道兴、 竹虔分别绘于成都大圣慈寺的 《丈六天花

瑞像》 以及张南本绘的 《灵山佛会》 等不知是否与本文所谈 “世

尊付法” 像有关。
与之略类案例是, 日本京都净土宗禅林寺派本山 “永观堂”

存一木雕阿弥陀像, 佛陀立姿, 转首回顾左方, 故称作 “回顾弥

陀如来” (图 12)②。 据说该寺第七世住持永观律师 (1033-1111)
一次际遇弥陀, 佛引领其经行, 忽然回首凝视永观, 似言: “迟

矣!”。 后为志此事而创此像。③ 该像时代一般认为是 12 世纪末

(平安后期至镰仓初期), 较之本文所论付法像的出现至少晚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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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可以看到前者在佛陀回顾动态的表现上与后者异曲同工。 日本佛教与四川渊源较

深, 唐宋时期诸多来华日僧参学于蜀僧门下, 个别深入蜀地; 同时, 亦有川僧远渡日本

弘教者①。 在此文化交流背景下, 该弥陀像是否与当时巴蜀付法像有关联待考。
一佛一弟子式的世尊付法图, 作为巴蜀地区出现的原创性佛教美术题材, 其流行与

宋代禅宗盛行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尤其以成都地区为中心的巴蜀禅宗的勃兴分不开。

五、 巴蜀 “世尊付法” 像流行的历史背景

巴蜀为禅宗重镇, 民谚称 “言蜀者不可不知禅, 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 历史上禅

刹相望, 大德辈出。 清代成都昭觉寺住持丈雪通醉禅师辑 《锦江禅灯》 二十卷, 录巴

蜀禅宗人物 430 人。② 之后, 1992 年四川省佛教协会与宗教志办在此录基础上编成 《巴

蜀禅灯录》 一部, 总录唐至清时期四川 (含重庆) 籍禅僧多达 629 人。③ 这些僧人或驻

足本土, 敷衍经论; 或游方宇内, 卓锡名寺, “声光震辉, 号为极盛”。 毋庸置疑, 巴

蜀僧人在中国禅宗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④

巴蜀禅宗开启端者当推初唐智诜禅师 (609-702), 其受学于东山弘忍, 与神秀、
惠能同门, 师后归资州 (治今资中县) 德纯寺, 先后化道三十余年, 开创了智诜、 处

寂、 无相、 无住一系禅脉⑤。 智诜一系外, 巴蜀地区还诞生诸多宗师级人物, 如创 “洪

州禅” 的马祖道一 (709-788), 力昌禅教一致的圭峰宗密 (780-841), 讲 《金刚》 名

冠成都的德山宣鉴 (782-865) 等, 对后世影响甚著。
宋代是巴蜀禅宗发展的辉煌期, 尤其在南渡前后至宋末一段时期内人盛道隆, 不仅

在国内居于主导地位, 而且也影响到日本佛教⑥, 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佛教的繁荣与发

展。 12 世纪初以来, 临济宗杨岐派在法演、 克勤、 清远等的弘传下呈力压群雄之势⑦。
法演的高足成都昭觉寺克勤禅师 (1063-1135) 是巴蜀禅宗中的又一巨匠, 曾得高宗赏

识, 赐号 “圆悟”。 其门下高足云集, 著名的有大慧宗杲、 虎丘绍隆、 灵隐慧远、 大沩

法泰、 华严祖觉等。 法演—克勤一脉是继智诜—无住一脉后在四川形成的又一重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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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 《四川禅宗史概述》, 四川省佛教协会、 四川省宗教志办公室编 《巴蜀禅灯录》, 成都: 成都出版

社, 1992 年, 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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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 《四川禅宗史概述》, 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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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出版社, 2004 年, 第 326-337 页; 祁和晖 《巴蜀禅系论略》,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 年第 6 期,
第 68-73 页。
冯学成 《四川禅宗史概述》, 第 27 页。
段玉明 《宋代成都佛教义学及其与巴蜀禅僧的关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4 期, 第 72-76 页。



系, 可考人物多达 80 余①, 在中国禅宗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宋时期禅宗的勃兴无疑是巴蜀佛教的一大表征, 其传承发展不论从宗派, 还是人

物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地缘色彩。 这种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 为后来禅宗美术的滋养和

生长提供了沃土。 世尊付法图像流行之际, 正值圆悟克勤禅系隆兴蜀中之时。 这一题材

出现于佛窟, 并非出于偶然或巧合, 应与这种宗风或思潮的盛行密切相关。 这些造像大

多无题记, 不能确定其发心镌造者是禅门僧徒还是普通信众。 从安岳圆觉洞作例中残存

的题记捕捉到, 该付法像由当时普州 (治今安岳) 通判施资镌造。 世俗人物的崇奉,
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当时禅宗深入社会民众的程度。

当然, 还有一个因素是,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安定的社会和繁荣的经济促进了文化艺

术的蓬勃发展。 表现在美术方面, 不论是世俗的, 还是宗教的, 均取得极为卓越的成

就。 宋人李畋云: “益都多名画, 富视他郡, 谓唐二帝播越, 及诸侯作镇之秋, 是时画

艺之杰者, 游从而来, 故其标格模楷, 无处不有。”② 邓椿 《画继》 亦言: “蜀虽僻远,
而画手独多于四方。”③ 五代西蜀翰林院画师云集, 涌现出标称百代的黄荃父子, 开创

了美术史上独树一帜的 “黄家富贵” 体。 在宗教美术领域, 主要体现在以佛道题材为

主的雕刻与绘画的繁荣。
石刻造像堪称是巴蜀地区宗教美术之大宗, 成都及周边地区先后出土的 70 余件南

朝雕像是中国 5-6 世纪佛教造像的重要遗存。 摩崖石刻更是遍布境内, 最近的调查显

示仅巴蜀地区历代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近 2800 余处, 几乎占据了全国总数的一半。 其中

五代、 宋造像, 无论数量、 还是艺术水准均居全国之首, 宋代时还涌现出以文、 伏二氏

为首的著名家族工匠团队。 苏东坡骄傲地声称: “唯我蜀人颇存古法, 观其像设尤有典

型。”④ 在宗教绘画方面, 虽实例遗存凤毛麟角, 但从文献记载来看, 唐宋时期以成都

大圣慈寺为首的诸多寺院壁画极为丰富。 《成都古寺名笔记》 载: “成都画多名笔, 散

在寺观, 而见大圣慈寺者为多。”⑤ 据宋人李之纯统计, 仅大圣慈寺一处如来、 菩萨、
天王、 神将等万余尊, 经变故事类百余堵, 其中 “罗汉、 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⑥。 寺

观壁画的兴盛定是得益于画家的云集, 仅就禅宗美术方面而言, 唐以来涌现出卢楞伽、
左全、 张南本、 贯休、 石恪、 牧溪等巨匠, 在罗汉、 祖师类题材的表现上堪为世代楷

模。 尤其禅僧贯休, 五代时 “王蜀先主赐紫衣师号”。 其笔下罗汉、 弟子 “胡貌梵相,
曲尽其态”。 太平兴国初, 太宗搜访古画, 成都知府程羽将贯休作 《十六罗汉》 进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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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流传其罗汉画像摹本甚多。

　 图 13　 合川涞滩二佛寺释迦与禅宗六祖像 图 14　 入定观音 1174-1252
　 　 　 　 　 　 1186 (米德昉拍摄) (陈静拍摄)

图 15　 趺坐释迦 1147
(陈静拍摄)

　 　 尽管现存实例及画史文献中难觅世尊付法图像确切的

信息, 但宋代时期巴蜀石窟中集中出现反映禅宗思想的造

像, 显然与本土兴盛的禅宗文化和发达的宗教艺术背景分

不开。 需要提及的是, 除了本文讨论的付法像外, 南宋时

期在川东地区还出现其他禅宗题材造像, 最具代表的是合

川涞滩二佛寺石窟中的释迦与六祖等组合群像 (图 13)。
另有大足宝顶山石窟寺 《 牧牛图》、 入定观音像 ( 图

14)① 以及北山多宝塔第 128 龛内趺坐释迦像 (图 15)②

等。 此外, 小佛湾经目塔题刻了 “正法 [眼藏], 涅槃

[妙心] ” “六代祖师传密印, 十方诸佛露家风” 等反映

禅宗思想的内容③。 这些造像与偈语无疑是宋代时期巴蜀

禅宗发展在石窟寺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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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 观音像 (现存大足石刻博物馆) 基座两侧分别题 “那伽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为彼散乱人, 故现如

是相”。 语出 《慈受怀深禅师广录》, 参 《卍续藏》, 第 73 册, 第 112 页。
按: 该像 (现存大足石刻博物馆) 由一位女信众施镌, 题记中言 “造释迦一尊”。 释迦络腮胡须, 与后来

南宋梁楷作 《出山释迦图》 中释迦像意趣颇有相同处。
米德昉 《重庆市大足区宝顶山圣寿寺毗卢庵造像的调查与研究》, 《四川文物》 2019 年第 2 期, 第 53-63
页。



结语

宋代以降, 中国佛教唯禅宗一家独兴。 其间西南巴蜀地区凭借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繁

荣的经济地位, 成为禅宗经营的重要领地。 禅门向来重师承, 热衷于祖师图谱的制作,
在此背景下, 巴蜀石窟中出现一系列以 “一佛一弟子” 为主的组合造像, 表现的正是

世尊付法迦叶的主题。
这一题材的遗存皆为摩崖造像形式, 主要分布在川东地区, 此况与当时巴蜀石窟艺

术的造作活动密切相关。 宋代时期中国石窟寺的开凿大面积萎缩, 这一局面同样也出现

的四川盆地, 唐代时几乎遍布于境内的造像活动急剧回落, 此时唯川东一带仿佛灵光一

现, 镌作之风骤然兴起, 为巴蜀乃至中国石窟艺术的辉煌抹上最后一道重彩。 或许, 这

种造像风气在民间的兴盛,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禅宗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从而成就了这一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图像的诞生, 并以摩崖镌刻形式流传于后世。
巴蜀世尊付法像的出现与流行, 既具时代性, 又具区域性, 其纪念碑式的塑造模式

为禅宗美术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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